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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工厂托儿所建设

■ 夏 雪 高晓林

[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上海工厂托儿所逐步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旧

到新，在量与质上都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发展。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保育人员的思想认识逐步得到提高，

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显著增强。托儿所的儿童饮食、传染病防治、规律生活习惯等卫生保健工作也在市

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顺利展开。这扩大了妇女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女工生产效率的提高，保障了儿童卫

生健康，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情感认同，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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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人 民 政 府 历 来 关 心 妇 女 儿

童，重视建设托儿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

使“每个劳动妇女可以尽可能的来参加生产及

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并且使小孩子能够得到

更好的教养与照顾，在集体的生活中养成共产

儿童的生活习惯”［1］，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于

1934 年 2 月特颁布《托儿所组织条例》，要求

各级内务部对托儿所工作进行组织与检查。全

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依然注重建设托儿所，

于 1940 年在延安开办托儿所，“使这些儿童的

父母能安心参加前后方工作”［2］。解放战争时

期，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亦大力推进儿童保育事

业。1946 年仅陕甘宁边区就有“10 个保育机关，

收容儿童 2840 名”［3］。新中国成立后，托儿

所建设被视为推动国家建设与城市建设的重要

实践而受到高度重视，其中“以工厂托儿所的

发展最突出”［4］。目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

［1］ 梁柏台：《托儿所组织条例》，《红色中华》第 155 期。　

［2］沈元晖：《洛杉矶托儿所》，新华书店 1949 年版，

第 2 页。　

［3］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儿童工作部选编《蔡畅、邓颖

超、康克清论儿童少年与儿童少年工作》，四川少年儿

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 页。　

［4］《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编《新中国预

防医学历史经验》第 4 卷，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9 页。　

厂托儿所建设工作虽已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

但已有研究成果或在论述新中国妇幼卫生保健

工作时略有涉及，抑或将其纳入女工福利的范

畴以妇女解放的视角考察之，缺乏多种视角下

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

的工商业中心，对于全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往

往发挥着标杆作用。上海的托儿所建设亦走在

当时全国前列，其中又“以工厂托儿所发展得

最为迅速”［5］。有鉴于此，笔者拟依托档案和

报刊等史料，细致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工

厂托儿所的建设进程、运行实践与历史意义。

一、上海工厂托儿所组织的发展

上海工厂托儿所组织的发展，是适应国家

建设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上海的实际情况息

息相关。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妇女

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

就不能进行。”［6］新中国成立后，尽快恢复和

发展生产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更好

［5］鲁眉：《上海市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人民日报》

1950 年 9 月 14 日。　

［6］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编《中国

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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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生产建设，离不开广大妇女的参与。而

工业生产是生产事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

此，党和政府大力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工业生

产。同时，参加生产亦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因

为只有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在经济上取得独立，

成为家庭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才会更容易提

高和巩固自身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为实

现男女平等、建立新的社会风尚奠定强固的基

础。如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会即坚持贯

彻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把恢复

与发展解放区内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作为妇女工

作的中心环节，执行以女工为基础，以生产为

中心的方针，动员与组织上海妇女参加建设新

上海。

但 是， 女 工 除 了 参 加 工 业 生 产， 还 承 担

着繁重的家庭责任。这就使得女工在工业生产

中必然会遭遇抚育孩子的特殊困难。显然，解

决这个难题能在很大程度上将女工从照顾孩子

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使其安心从事生产。列宁

曾指出，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些平凡的、普通

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

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

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

等”［1］。党和人民政府也意识到，“广泛设立

托儿组织，为妇女们解决抚育孩子的困难，以

便她们参加各种生产建设工作，在目前的确是

一个有普遍性并且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也是

新中国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解决这个

问题，“对国家建设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2］

除了更好保障妇女参加国家生产建设，工

厂托儿所还关乎国家卫生事业的发展，是推行

现代婴幼卫生工作的实践依托。儿童是社会未

来的希望。然而，旧中国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

“每年一岁以内的婴儿死亡率平均达千分之

二百”［3］。婴儿死亡率之高低，足以表明国家

民族之盛衰强弱及公共卫生之成败优劣。针对

［1］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 页。　

［2］《贯彻实事求是和依靠群众的方针  解决劳动妇女

抚育儿童的问题》，《人民日报》1952 年 11 月 5 日。　

［3］ 傅连暲：《为保卫儿童健康而奋斗》，《人民日报》

1952 年 5 月 28 日。　

这种情况，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五章第四十八条中

特别规定，“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

康”［4］。1949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卫生

行政会议也规定，卫生部门工作的重点之一是

“妇婴保健为城乡并重的事业”［5］。此外，当

时的妇婴卫生专家提出，我们不但要想方设法

减低死亡率，“还要积极的组织托儿机关，用

科学的合理的方法来保育儿童”［6］。中央人民

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也指出：“希望以后在

城市和乡村中尽量地增设工厂托儿所、农忙托

儿所、机关托儿所和变工托儿所，以使劳动大

众的儿女们，普遍受到合理的照顾。”［7］如此，

在国家卫生建设的工作设想中，工厂托儿所是

急需推广的社会卫生事业，其主要职责是卫生

育儿。

具体到上海而言，建设工厂托儿所的需要

就更为迫切。上海解放后，全市努力的方向，

是要把帝国主义支配下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改

造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商业的生产城市。恢

复与发展生产自然成为城市建设的中心，而发

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建设，则是上海市完成

中心任务和推动一切工作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党和政府的宣传动员下，上海女工人数很快

就增加到近 30 万人。［8］她们大多处于青壮年

时期，因而生育率很高。据相关部门统计，上

海每 4 个适龄女工平均每年添 1 个孩子，每年

出生婴儿计 5 万以上。［9］但上海刚解放时，全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日报》

1949 年 9 月 30 日。　

［5］ 新业：《为人民保健事业而努力》，《人民日报》

1950 年 1 月 10 日。　

［6］ 叶恭绍：《目前妇婴卫生工作的任务》，《人民日报》

1949 年 8 月 2 日。　

［7］李德全：《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儿童卫生保

健工作》，《人民日报》1950 年 6 月 1 日。　

［8］ 参见王静：《努力办好工厂企业托儿所》，上海市

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1787-254。　

［9］参见《上海市工厂托儿所组织的一般调查和开展

今后工作意见》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85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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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仅有工厂托儿所 36 所，收托儿童总数为 2192

人，远远不能满足上海女工的托儿需要。［1］同

时，这些工厂托儿所大多数是在国民党统治时

期为应付工人斗争而产生的点缀品，“托儿所

很少有专人负责，保姆全未受过训练，在受托

儿童中，职员的孩子占了优先权，工人的孩子

能够得到寄托机会的为数甚少”［2］。因此，多

数女工母亲们只得带着孩子上工，无法安心生

产。即便孩子在托儿所，她们也不能安心工作，

“一会儿就去看一回小孩”［3］，或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厂里的生产。

鉴 于 上 述 情 形， 上 海 解 放 后 不 久 即 遵 照

党的指示，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成立了由市

妇联妇女儿童福利委员会领导的市级托儿所事

业联合会，工厂托儿所组则是其中三大组织之

一。［4］1949 年 10 月召开的上海各界妇女代表

会议进一步指出，做好女工工作的关键之一，

即是逐步改善与举办工厂托儿所等女工福利事

业，减少女工家事与育儿的牵累。［5］至该年年

底，上海工厂托儿所的数量已由刚解放时的 36

所增至 51 所，收托儿童总数增加了 1411 人。［6］

自 1950 年 8 月上海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后，市妇联福利部、总工会女工部更是以举办

工人幼托机构为重点工作。与此同时，面对上

海市婴儿死亡率明显偏高的严峻情况［7］，建设

工厂托儿所的工作也受到了市卫生局的重视。

［1］参见《上海工厂托儿所解放前后的比较》，上海市

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610-19。　

［2］ 鲁眉：《上海市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人民日报》

1950 年 9 月 14 日。　

［3］《整理中纺十厂托儿所的经验》，《新华月报》

1949 年第 1 卷第 1 期。　

［4］ 参见全国民主妇联妇女儿童福利部：《改进托儿所

工作的几种方法》，《新中国妇女》1949 年第 6 期。　

［5］ 参见《上海妇代会通过 今后上海妇女工作的决议》，

《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29 日。　

［6］参见上海总工会女工部：《上海工厂托儿所解放前

后的比较》，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610-19；《上

海解放前后工厂托儿所统计比较表》，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C1-2-333-74。　

［7］ 参见程美玉：《我国婴儿死亡率及死因之检讨》，

《中华医学杂志》1948 年第 34 卷第 2 期。　

1950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制定了《上海

市办理婴幼保育机构暂行最低标准》［8］，对工

厂托儿所等婴幼保育机构管理和业务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这就为上海工厂托儿所事业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但仍有些干部认为工厂托儿所

只是少数女工的福利，对这样的“小事情”不

感兴趣。对于在实际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国家

从政策层面进一步完善了制度设计。1951 年 3

月 26 日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

条例实行细则（草案）》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各

企业的女工人与女职员，有两周岁以内的子女

在二十人以上，经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与工会

基层委员会双方协商，有必要和可能时，得设

立托儿所”［9］，使工厂托儿所的设立以法律条

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次月，上海市第二届第二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指出，“现阶段上海市政

建设的基本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

务，而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10］。此后，上

海市各产业工会“各基层委员会纷纷的为女工

群众的福利争取建立新托儿所”［11］，上海工厂

托儿所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起来。截止 1955

年底，上海全市已有工厂托儿所 289 所，收托

儿童 18473 名，［12］规模远超新中国成立前。

除了量的增加，这一时期上海的工厂托儿

所在质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如公营中纺系

统下的工厂托儿所，一般说来，条件比较优越，

各托儿所均有新造的或利用厂房改造的房屋，

采光与通风也很好，调剂温度时有水汀或火炉，

床位、枕被、用具等大多是新置的，符合清洁

卫生的要求，其中尤以中纺第一、第七、第四、

［8］参见《上海市办理婴幼保育机构暂行最低标准》，

《活教育》1950 年第 6 卷第 1 期。　

［9］《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草案》，

《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26 日。　

［10］《上海市政建设情况与今后努力的方向》，《解放

日报》1951 年 9 月 20 日。　

［11］《上海市工厂托儿所工作概况》，《上海卫生》

1951 年第 1 卷第 5 期。　

［12］参见《1955 年上海市工厂托儿所保健工作专题总

结》，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42-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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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第六厂的工厂托儿所设备最为完备。［1］

私营工厂托儿所中则以统益纱厂托儿所的设备

最完备，“一桌一椅，一锅一碟，无不是新购

置的，一切都是合乎标准。尤其是托儿所的房子，

是一整幢的西式平房，清静而优雅，空气新鲜，

阳光充足。里面分为牛奶室、寄婴室、医务室、

储藏室、清洁室、隔离室及办公室七间，一切

布置都很美观而大方”［2］。

二、工厂托儿所保育人员的培养及施教

保育工作讲求科学性，保育工作者应该兼

备母亲、医生和教师的美德和一定的业务知识。

但是，托儿所工作在新中国还是一项新事业，

儿童保育人员的缺乏成为阻碍当时托儿所工作

快速健康发展的最大问题。为此，上海市妇联

统筹各方面的力量，逐步开展了对工厂托儿所

保育员的培养工作。

保育人员的思想与认识对托儿所工作至关

重要。上海解放初期，工厂托儿所内的保育员

“有的来自妇联亲职班，有的是私人办的托儿

班学习，有的由各厂自己从车间调来。因为急

于需要，有的没有经过学习，有的只受短期训

练”。［3］部分保育人员“思想上苦闷，认为做

保育工作没有出息，成天为孩子拉屎拉尿，想

调动工作”［4］，而且业务也不熟悉，“对孩子

的态度生硬”［5］。有鉴于此，上海市妇联主动

作为，通过召开全市工厂托儿所工作会议，以

及举办保育人员训练班、轮训班、业余讲习班

等形式帮助保育工作者转变其对保育工作的错

误认识。此外，上海市妇联还在 1951 年的“六一”

儿童节，通过评选模范工厂托儿所、优秀保育

［1］参见上海劳动局第三处：《上海十六个工厂托儿所

的初步调查报告》，《解放日报》1950 年 6 月 22 日。　

［2］ 盛宗器：《成长中的统益纱厂托儿所》，《家》

1951 年第 59 期。　

［3］《上海市工厂托儿所组织的一般调查和开展今后工

作意见》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854-24。　

［4］《申新二厂托儿所的保健工作和教养工作》，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1787-254。　

［5］ 王静：《努力办好工厂企业托儿所》，上海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 C1-2-1787-254。　

工作者及召开嘉奖大会，让保育工作者“认识

到自己工作意义的重大，前途的辽阔”，坚定

了她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决心”。［6］各工厂

托儿所则多通过学习会、庶务会及检讨会等会

议，以及组织参观其他工厂托儿所、举办讲座

报告等形式改造保育人员的思想。部分保育专

家还发文纠正保育工作者的错误认识［7］，号召

社会人士“向从事于托儿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

谢和尊敬”［8］。一些颇有心得体会的工厂托儿

所保育员则利用报刊“现身说法”，向广大同

行讲述自己思想转变的经过、分享工作经验。［9］

经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多工厂托儿

所保育员克服了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如旧的

雇佣观点、自私、自卑和轻视保育工作等”［10］，

明白了“带好孩子，使妈妈们安心生产，也就

是为生产服务”［11］。

保育人员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工作

能力，就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保育人

员。因此，仅在 1949 年至 1952 年，上海市总

工会女工部就配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市

妇幼保健委员会等前后举办了保育人员训练班 7

个班次，向学员们传授科学卫生的育儿知识，

共计培养保育员 515 人。［12］同时，为了提高原

有在职保育员的业务与文化水平，每次趁保训

班学员在所实习期间，还有计划地抽调各厂托

儿所在职的且没有经过学习的保育员加以轮训，

使其学习“婴儿生活管理，公共卫生与婴儿健

康，婴儿疾病预防与营养，妇女问题讲话及专

［6］《评选模范工厂托儿所及优秀保育员工作经过》，

《上海卫生》1951 年第 1 卷第 5 期。　

［7］参见唐自杰：《我对托儿所工作的认识》，《家》

1950 年第 60 期。　

［8］程今吾：《谈托儿工作》，《田家》1949 年第 16

卷第 10 期。　

［9］参见飞霞：《做工厂托儿所保育工作者》，《家》

1950 年第 55 期。　

［10］《一年来的上海工厂托儿所工作》，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C1-2-333-75。　

［11］《申新二厂托儿所的保健工作和教养工作》，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1787-254。　

［12］参见《三年来工厂托儿所总结（1949-1952）》，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8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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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演讲等”［1］科学育儿知识，共计举办了 5 期

轮训班，培养保育员 499 人。鉴于婴儿营养的

重要性，1951 年 5 月，相关部门还办了一期在

职营养员轮训班，为上海各工厂托儿所培养了

具有初步现代营养学知识的营养员 90 人。此外，

提高各工厂托儿所所长和骨干人员的业务知识

和管理水平，也是提高托儿所工作质量的重要

方式。如 1951 年 8 月，上海市专门组织 70 名

工厂托儿所负责人参加短期托儿所负责干部轮

训班，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和改进领导方式。

仅 1949 年至 1952 年的 3 年时间里，上海市总

工会女工部运用就地取材、班中取优的办法帮

助各厂托儿所调配了 77 个所主任和 10 个保育

长。［2］

通过上海市各相关部门有重点有计划有步

骤的训育，绝大多数保育人员的业务水平都有

所提高，并在保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恒丰纱厂托儿所营养员通过学习，回去做营养

品的时候很严格地注意烹饪卫生和饮食用具的

消毒，务使蔬菜不失去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和达

到彻底消毒用品的目的。［3］此外，初步具有科

学保育知识的部分保育工作者开始用科学的保

育方法教养孩子，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启发他们的智慧。［4］如 1955 年初，申新二

厂托儿所保育人员在学习了苏联《三岁前儿童

集体教养》的课程及保育工作经验后，知道孩

子哭吵的主要原因乃是没有合理的生活制度和

缺乏教育引导，于是首先培养孩子的集体睡眠

习惯，然后根据不同年龄阶段采取不同的施教

方法。经过科学的教育引导后，该所“孩子比

以前活泼、愉快了，同时也纠正了工作中的混

［1］全国民主妇联妇女儿童福利部：《改进托儿所工作

的几种方法》，《新中国妇女》1949 年第 6 期。　

［2］参见《三年来工厂托儿所总结（1949-1952）》，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854-78。　

［3］参见上海总工会女工部：《三年来工厂托儿所总结

（1949-1952）》，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854-

78。　

［4］参见上海总工会女工部：《上海工厂托儿所解放前

后的比较》，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610-19。　

乱状况，使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5］，让女工

在生产中不再有后顾之忧［6］。由此，保育员得

到了女工们的信任与尊重，“自动把子女送入

托儿所的家长的数字一直不断地增加，托儿所

网也在一年一年的扩张”便是明证。［7］

三、工厂托儿所的卫生保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儿童健康给予了高

度重视，认为健康问题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

而托儿所的工作基本上是一个保健工作，判别

一个工厂托儿所办得好坏，首要的“不是看儿

童会唱多少歌，更不是看儿童认得多少字，而

是看儿童是否健康、愉快、活泼”［8］。基于上

述认识，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视开办工厂托儿

所为开展婴幼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并致力于

建立工厂托儿所卫生保健制度。

饮 食 是 保 障 儿 童 健 康 成 长 的 基 石，“ 平

衡的膳食实在是儿童发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之

一”［9］。1951 年 5 月，上海市卫生局为庆祝新

中国第二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特为全市 50

个工厂托儿所 1 周岁以下的 4500 名婴儿做了健

康检查，并对其中部分检查结果进行了分析与

统计。根据此次婴儿健康检查中的主要食品调

查得知，在 1684 名 6 月龄以下的婴儿中，以母

乳喂养为主的占 90.56%；以人工喂养为主的则

有 9.46%，大都以奶粉为主要食物，但中间有

1.45% 完全没有乳类食品，而以奶糕、米粉、

粥为主要营养物。7 月至 12 月龄之间的 1348 名

婴儿中，以母乳为主要营养物的占 83.36%，人

工喂养有 16.64%，全无乳类食物的有 4.39%。

［5］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女工部编《怎样办好工厂托儿

所——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等厂托儿所工作经验介

绍》，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1-23 页。　

［6］参见《1955 年上海市工厂托儿所保健工作专题总

结》，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42-1-947。　

［7］《我们的工厂托儿所》，《妇婴卫生》1952 年第 8

卷第 12 期。　

［8］黄敦诗：《做好托儿所的保健工作》，《家》1951

年第 69 期。　

［9］方文渊、李德麟：《上海托儿所膳食调查》，《家》

1950 年第 5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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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根据此调查结果，上海市卫生局就如何

调整工厂托儿所内儿童的膳食使其合理化给出

了具体建议与意见。［1］而据检查结果显示，当

时上海工厂托儿所绝大多数受托婴儿的营养状

况属于优等或中等水平。［2］

传染病防治是工厂托儿所卫生保健工作的

重要部分。由于托儿所儿童众多，而儿童免疫

力相对较弱，疾病很容易发生传播。预防接种

是防治传染病的有效举措，但据 1951 年 5 月的

工厂托儿所婴儿健康检查结果，3500 名婴儿中

接种情况参差不齐，已接种牛痘的有 90.66%，

接种百日咳疫苗的有 20.34%，注射了白喉疫苗

的 占 5.83%， 接 种 卡 介 苗 的 仅 3.77%， 伤 寒、

霍乱预防注射的比率则更少。［3］为了更好防止

传染病的发生，上海市卫生部门根据中央卫生

部的指示，本着预防为主的总方针，重点开展

了针对工厂托儿所儿童的几种最普遍急性传染

病的预防接种与注射工作。如 1950 年 7 月 15

日，市卫生局卡介苗防疫总队派人到上海国棉

第十九纺织厂托儿所，为所内全部婴儿接种了

卡介苗。此后，在各相关部门的宣传教育与接

种实践的推动下，受托婴儿预防接种率不断提

高。［4］因此，对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如百日

咳、白喉、天花等疾病都可以做到避免传染，

白喉已于 1953 年基本从上海消失［5］。事实上，

疾病的广泛流行，除了接种等预防工作没做好

外，还因为“有些托儿所的消毒工作流于形式，

［1］参见《三千五百个婴儿健康检查结果分析 上海市

五十个工厂托儿所婴儿健康检查》，《上海卫生》1951

年第 1 卷第 5 期。　

［2］参见《三千五百个婴儿健康检查结果分析 上海市

五十个工厂托儿所婴儿健康检查》，《上海卫生》1951

年第 1 卷第 5 期。　

［3］参见《三千五百个婴儿健康检查结果分析 上海市

五十个工厂托儿所婴儿健康检查》，《上海卫生》1951

年第 1 卷第 5 期。　

［4］参见《1955 年上海市工厂托儿所保健工作专题总

结》，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42-1-947。　

［5］参见《上海市儿童保健事业日益发展》，《人民日

报》1955 年 5 月 29 日。　

没有很好地执行消毒制度”［6］。因此，在卫生

行政部门及医务人员指出缺点后，一些工厂托

儿所的保育人员即建立了严格的隔离、消毒制

度。如 1955 年第 3 季度，上海市各工厂托儿所

在市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与厂方、工会的支持

关心下，重点开展了麻疹防治工作。每年麻疹

发病率较高的普陀区统益纱厂托儿所在区妇幼

所重点帮助下，开辟了隔离室及疑似患者隔离

室，加强了晨间检查工作。1955 年 11 月发现有

儿童患麻疹后，该托儿所迅速将患儿送至隔离

室照顾，切断了传染途径，及至隔离期满而麻

疹未蔓延，成效显著。很多原来没有隔离室的

工厂托儿所也都在此次开展的麻疹防治工作过

程中，设立了不同规模的隔离室。截至该年年

底，全市 289 所工厂托儿所共有隔离室 213 间，

比 1954 年增加了 48 间；拥有隔离床位 1431 个，

比 1954 年增加了 354 个。［7］此外，为控制托

儿所传染病的流行，1955 年，上海市卫生局特

制定了《上海市托儿所关于传染病报告制度的

补充规定》，规定以后全市各种类型的托儿所

均须增加对脊髓灰质炎、腮腺炎、水痘、脓疱

病 4 种儿童传染病的报告，并由区儿童保健所

会同区卫生防疫站进行疫区处理。全市工厂托

儿所遂在当年建立了全面的传染病报告制度。

次年，市卫生局又制订了《上海市托儿所儿童

事故、死亡报告处理办法》，要求工厂托儿所

等全市所有托儿所如遇所内儿童意外及死亡事

故须立即向所在区儿童保健所报告，由区儿童

保健所派员进行调查处理。［8］可见，规范化、

系统化的工厂托儿所卫生保健制度在全市妇婴

卫生工作的实践中得以逐步建立健全。

保障儿童健康，除了健康饮食和保持卫生

外，还需要“新鲜的空气，多量阳光，适当运

［6］《上海市工厂托儿所工作概况》，《上海卫生》

1951 年第 1 卷第 5 期。　

［7］参见《1955 年上海市工厂托儿所保健工作专题总

结》，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42-1-947。　

［8］参见《上海卫生工作丛书》编委会编《上海卫生

1949-198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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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充足休息睡眠，以及有规律的生活”［1］。

如 1955 年 1 月，上海国营第三毛纺织厂、申新

二厂、国棉一厂及国棉十九厂四个单位就重点

试行合理的生活日程。试行过程中，托儿所保

育人员除安排婴儿在所的 8 小时生活日程，还

面向孩子父母进行宣教，帮助其订立 24 小时的

生活日程，以巩固对托儿所生活制度的执行。

如此一来，儿童得以养成合理的生活习惯，定

时睡眠，定时喂养，情绪愉快，体重增加，自

然赢得了广大家长特别是女工的认可。通过试

点以后，大多数工厂托儿所都逐步建立了新的

合理的生活日程。如截至 1955 年底，该市榆林

区 39 个工厂托儿所中已有 26 个按 24 小时排列

儿童生活日程。［2］

四、发展工厂托儿所的作用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

上海工厂托儿所组织有了较大发展，真正成为

为工厂女工及其子女服务的儿童保育机构，在

全社会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第一，扩大了妇女就业机会，推动了妇女

解放事业的前进。对于女工而言，工厂托儿所

的发展使其抚育孩子的家庭负担大大减轻，得

以有更多可能参加工厂的生产建设，获得更多

的经济收入，进而提高家庭与社会地位。同时，

工厂托儿所对保育员的迫切需要还为过去没有

条件参加社会劳动的一些失业助产士、里弄家

庭妇女等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使她们成为家

庭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第二，促进了女工生产效率的提高。保育

人员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将保育工作与保障生

产相结合，保障了已育女工可以无后顾之虑地

参加生产，使工厂托儿所真正起到了为生产服

务的作用。如恒丰纱厂摇纱间托儿女工徐根弟

每天原本摇纱 30 多车，孩子送入该厂托儿所后，

每天竟能将工作量增加到近 70 车，生产效率得

［1］ 方文渊、李德麟：《托儿所膳食》，家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1 页。　

［2］参见《1955 年上海市工厂托儿所保健工作专题总

结》，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42-1-947。　

到了大幅提高。［3］再如 1953 年底，国营上海

第一棉纺织厂托儿所保育员在车间制定增产节

约计划时与女工订立了“联系合同”，降低了

孩子的疾病率，进一步鼓励了女工的生产积极

性，促使该厂在 1954 年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4］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工厂托儿所对工厂经济

效益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保障了儿童的卫生健康。工厂托儿

所在建设发展中，逐步建立健全了收托儿童疾

病预防接种制度、隔离消毒制度、儿童传染病

报告制度、儿童事故与死亡报告制度等儿童卫

生保健制度，收托儿童的卫生健康面貌大为改

观，工厂托儿所卫生保健工作也得以逐步规范

化、制度化与科学化。工厂托儿所逐步成为播

撒并贯彻现代科学、卫生育儿法的重要实践依

托。保育工作者经过专业的业务学习，并在医

务人员的帮助下，逐渐掌握了基本的卫生育儿

知识；而受托婴儿家长则经过工厂托儿所形式

不同、方法各异的新式卫生育儿知识的灌输，

逐渐接纳、吸收了现代儿童卫生保健观念。这

些都更加有力地保障了上海市儿童的卫生健康。

第四，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情感认

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少数优质的工厂

托儿所“为的是供给政府要员与高贵人物的参

观”［5］，且不对广大工人家庭开放，而大多数

面向工人的工厂托儿所，物质条件极差，部分

托儿所甚至因过高的婴儿死亡率而被工人们称

为“杀人所”［6］。新中国的工厂托儿所则在不

断发展中尽可能满足最广大工人的育儿需要，

为收托儿童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饮食卫生服

务，配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保育人员，保障

了儿童健康成长，充分彰显了新社会的优越性。

［3］参见张贻复：《介绍恒丰纱厂托儿所》，《新闻日报》

1951 年 12 月 6 日。　

［4］参见蔡鉴远：《为孩子，为生产——记国营上海

第一棉纺织厂托儿所的“联系合同”》，《人民日报》

1955 年 3 月 8 日。　

［5］纪伊玲：《上海中纺十七厂的托儿所》，《新中国

妇女》1950 年第 10 期。　

［6］《上海工厂托儿所解放前后的比较》，上海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 C1-2-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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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众尤其是广大女工切身体会到了党和政

府对妇女儿童的深切关怀和保护，感慨地说“上

海早解放几年就好了”［1］。鼎鑫纱厂托儿所全

体女工妈妈更是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只有在

毛主席领导下，工人的孩子才有今天”［2］。由

此可见，上海各工厂托儿所的建设与发展成为

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增强了

工农群众尤其是广大妇女对新中国的情感认同。

［1］葛娴：《毛主席给孩子们的幸福——记国营上海棉

纺第四厂托儿所》，《人民日报》1952 年 5 月 20 日。　

［2］《评选模范工厂托儿所及优秀保育员工作经过》，

《上海卫生》1951 年第 1 卷第 5 期。　

（本文系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2020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

17ZDA007、JD20011）

〔作者夏雪，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赣南师范大学“赣南苏区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

博士后；高晓林，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上海 200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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